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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一系列重要发现引发

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热潮， 又经 １９９１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织 “中国文明

起源研讨会” 的推动， 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华文明探源中的应用 （白云翔、
顾智界 《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纪要》， 《考古》 １９９２ 年第 ６ 期）。 在 “文明” 的定义

上， 当时普遍接受 “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 的说法。 关于 “国家” 的标准， 有学

者坚持柴尔德提出的城市、 金属和文字 “三要素” 说， 认为中国在殷墟时期才出现国

家， 形成文明， 考虑到殷墟时期各种文明因素均已经成熟， 或可上溯到与史载第一个王

朝夏代相当的二里头文化时期 （夏鼐 《中国文明的起源》， 文物出版社， １９８５ 年）。 但

更多学者提出只要有足够的反映 “国家” “实质” 的考古证据， 就可以认定国家的出

现， 文明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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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 将中华文明作为一个文明体和政体的结合体， 探寻其起源和发展一直

是中国考古学的使命。 １９７９ 年， 苏秉琦指出： 考古学 “必须正确回答下列诸问题，
中国文化起源、 中华民族的形成、 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 等等。” “这样，
我们就有可能对 ‘国家的统一， 人民的团结， 国内各民族的团结’， 做出自己更多的

贡献” （《在全国考古学规划会议、 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上的发言 （摘要）》， 《华
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 辽宁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４ 年）。

因此， 正如张光直指出的， 讨论中国文明的起源， 既要关注 “文明”， 又要关注

“中国” （《论 “中国文明的起源”》， 《文物》 ２００４ 年第 １ 期）。 中华文明起源的标

准， 应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一是进化论视角下的社会发展方面的标准； 二是以历史时

期多民族统一国家和文明体为参照的文化共同体形成方面的标准。
二、 文明定义的两重内涵。 从进化论的角度观察， 文明可以定义为人类社会发展

的高级阶段。
在西方语言中，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文明） 一词起源于拉丁文 ｃｉｖｉｌｉｔａｓ， 指的是公民的品

质与社会生活的规则等。 此概念起源于 １８ 世纪法国的百科全书派启蒙思想家， 他们

认为文明是指人类社会将要达到的那种有教养、 有秩序、 公平合理的高级发展阶段。
１９ 世纪以后， 考古学和民族学的发展， 产生了对文明的新的看法， 即文明不仅存在

于现在和将来， 也存在于过去； 不仅存在于西方， 也存在于世界范围。 在这种意义

上， 文明为人类社会的开化状态。 美国进化论学派人类学家摩尔根在其名著 《古代

社会》 中就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划分为蒙昧、 野蛮和文明三个大的阶段， 恩格斯在

《家庭、 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中更加充分地论述了这一观点， 指出文明时代是社会

发展的高级阶段。
从世界文明多样性的角度观察， 文明是包含特定基因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综合体。
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认为， 文明对应着特定地理区域内的人类社会， 有自己的

人口和经济生活， 有共同的集体心态， 即具有共同的价值观、 思维方式， 以及由此主

导的行为方式。 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 （《西方的没落》， 吴琼译， 上海三联书店，
２００６ 年） 和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都将文明视为历史研究的基本单位， 汤因比提出：
“能够予以认识的历史研究单位既不是一个民族国家， 也不是人类整体， 而是我们称

之为一个社会的人们的某个群体” ———即文明 （《历史研究》， 郭小凌等译， 上海人

民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 美国学者亨廷顿同样认为 “文明是一个最广泛的文化实体”；
“文明是对人最高的文化归类， 是人们文化认同的最广范围”。 这些学者均将人类社

会划分为多个文明体进行研究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周琪等译， 新华

出版社修订版， ２０１０ 年）。
兼顾普遍进化意义上的社会发展和文化共同体的形成两个方面， 我们可将中华文

明定义为： 中华民族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创造的、 具有独特文明基因和发展道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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灿烂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成果的总和。
三、 中华文明形成的标准。
（一） 国际学术界关于文明标准的主要观点。 文明起源研究中， 关于社会发展程

度方面的标准的讨论更加丰富。
摩尔根提出在野蛮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出现冶铁技术， 而文明社会 “始于标音

字母的发明和文字的使用”， 以生产力的发展和文字的出现为文明的标志。 恩格斯提

出因铁器的使用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引发社会分工的加剧、 商人的出现和阶级分化，
“国家” 因此产生， 提出 “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 的经典论述， 以 “国家” 为文明

形成的标志遂成为世界学界的通识。
对于 “国家” 的标志， 恩格斯认为主要有两个： 一是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

地缘关系在政治组织中超越血缘关系； 二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的设立， 产生

了强制性权力机构。
英国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 （Ｖ. Ｇｏｒｄｏｎ Ｃｈｉｌｄｅ） 则提出城市、 金属和文字的国

家形成 “三要素” 说， 影响深远。 但随着考古资料的日益丰富和对世界文明多样性

的深入认识， 这一标准受到了挑战。
中美地区诸文明自奥尔梅克文明至玛雅文明均未使用金属， 以黑曜石为主要工具

材料。 同时代南美地区文明已经有发达的金属工艺， 制造金、 银和青铜饰品及工具，
中美地区文明对此也有所了解， 但并未引进。 说明金属并非文明的必要物质元素。

世界几大原生文明中， 仅有关系密切的两河流域文明和古埃及文明在距今 ５０００
多年文明形成之初， 便发明了较完备的文字书写系统。 印度河文明的印章上虽然有较

复杂的符号系统， 但至今仍未被认定为文字。 中美地区的奥尔梅克文明有类似文字的

符号， 也未被认定为文字。 随后的玛雅文明虽然有了复杂的文字系统， 但与之有密切

交流的墨西哥高地的特奥提瓦坎文明是否有文字目前未有定论。 南美地区诸文明直至

印加文明时期仍然没有文字。
城市应该是文明共有的特征， 但在各文明中的表现形式和具体功能均有差别。
（二） 中华文明形成的标准。 中国考古学界根据中国考古资料反映的史前社会发

展和各地区的互动与融合， 不断提出适合中华文明起源实际的文明形成标准 （王巍

《中华 ５０００ 多年文明的考古实证》， 《求是》 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 目前达成的共识大致包

括以下内容：
１. 生产力获得发展， 出现社会分工。 在农业显著发展的基础上， 出现农业和

手工业的分离， 并且部分手工业生产专业化 （如琢玉、 髹漆、 制作高等级陶器、
冶金等）。
２. 社会出现明显的阶级分化。 社会阶层分化显著， 少部分社会上层精英垄断社

会管理权， 形成王权、 军权和神权， 岀现最高统治者———王， 形成严格的社会等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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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及维护社会等级制度规范的礼制。 权贵控制盐、 铜等重要的经济资源及高等级手工

业制品的生产和分配。 出现埋葬王和高等级权贵阶层的专门墓地和随葬高等级礼器的

大型墓葬。
３. 人口显著增加和集中， 出现都邑性城市， 并成为政治、 经济、 文化中心。 岀

现反映王权的高等级大型建筑和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兴建的大规模公共设施。 岀现

明显的城乡分化。
４. 出现王权管辖的区域性政体 “古国” 和 “早期国家”， 构成地缘关系和血缘

关系密切结合的政治组织。 形成凌驾于全社会之上、 具有暴力职能的公共权力。 战

争、 刑罚和杀戮等暴力行为成为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 祭祀等礼仪活动在社会生活中

占有重要地位。
５. 各地区在社会发展的同时， 发生密切互动， 形成 “中国相互作用圈” 或 “最

初的中国”， 奠定了历史时期中国的基础 （张光直 《中国相互作用圈与文明的形成》，
《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 文物出版社， １９８９ 年）。

四、 中华文明的起源。 依据上述标准， 中国考古学界普遍认为， 距今 ５０００ 多年

前， 中华文明已经形成。
距今 ６０００ 年至 ５３００ 年前后， 中国各地区同步进入跨越式发展的灿烂转折期。 在

黄河下游， 大汶口文化出现随葬品超过百件的大型墓葬。 在长江下游， 安徽凌家滩遗

址出现祭坛和随葬大量玉器的大型墓葬； 江苏东山村遗址发现目前崧泽文化最高规格

墓葬。 以晋陕豫交界地带为核心的仰韶文化进入庙底沟类型时期， 出现 １００ 万平方米

以上的大型聚落， 河南灵宝西坡遗址发现占地面积达 ５００ 余平方米的 “宫殿” 式建

筑。 最引人注目的是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 出现辽宁牛河梁遗址群， 是专门举行宗教

仪式活动的 “圣地”， 在方圆 ５０ 平方公里范围内， 集中分布着祭坛、 冢墓和 “女神

庙”， 高等级墓随葬玉猪龙等有特殊内涵的玉器。
这些考古发现表明， 各地区已经出现苏秉琦定义的 “高于氏族部落的、 稳定的、

独立的政治实体” ——— “古国” （《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兼谈当前田野考古工作

的重点或大课题》， 《文物》 １９８６ 年第 ８ 期）。 这些 “古国” 在地域范围、 聚落结构、
社会组织及治理方式等方面已经具备了夏商周三代时期 “国” 的基本内涵。

“古国” 如 “满天星斗” 熠熠生辉， 各类型政治构想被广泛实践， 各地区的 “撞
击” 不断迸发新的火花， 造就出更具雄心的领导者。 在此形势之下， 距今约 ５３００ 年

前后， 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的领导者在更宏大的政治理想的促动下， 有目的地借鉴各

地区 “古国” 的兴衰经验和 “领导策略”， 首次完成了构建早期国家的政治实践。
浙江良渚遗址群为良渚政体的核心区， 其中良渚古城分为三重， 内城面积约 ３００

万平方米， 中心为人工堆筑的面积达 ３０ 万平方米的莫角山， 上有 ３５ 处大型建筑基

址， 为中国史前最早的宫殿区。 遗址群中的反山和瑶山墓地发现高等级墓葬， 随葬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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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包括精美玉器、 象牙器、 精致陶器和漆木器。 琮和璧等玉器上有达到微雕水平的神

人兽面和神鸟等精细刻画图像， 蕴涵宇宙观和宗教信仰， 表明神权的突出地位； 大量

随葬的玉钺和石钺反映了王权和军权的形成。 陶器上出现被认为与文字起源密切相关

的复杂的刻画符号系统。
古城周边有规模庞大的水利设施， 包括阻挡山洪的土筑水坝和引水渠道， 水利调

节面积达 １００ 平方千米以上。 古城内仓储区发现稻谷遗存 １９５ 吨， 附近的茅山遗址发

现 ５. ５ 万平方米稻田， 反映了稻作农业的高度发展和国家对农产品的掌控。 古城周围

玉器作坊的发现则表明国家控制的特殊物品手工业的发展。 良渚文化分布的环太湖地

区， 聚落等级清晰， 以玉器为物化载体的宗教信仰及礼制系统具有广泛的一致性。
因此， 学界普遍认为良渚社会基本符合上述中国考古学对于 “文明” 社会发展

程度的定义， 形成了比一般 “古国” 更加成熟、 可以称作 “早期国家” 的高级政体。
２０１９ 年， 良渚古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表明世界学界对其文明发展水平的

认可。
中国史前社会在上述多元发展的同时， 各地社会上层为获取远方的珍稀物品和神

圣知识以宣示自己拥有超越本地民众的特殊能力， 努力开展远距离交流， 形成连接各

主要文化区的交流网络。 交流内容包括原始宇宙观、 天文历法、 高级物品制作技术、
权力表达方式、 丧葬和祭祀礼仪等当时最先进的文化精粹 （李新伟 《中国史前社会

上层远距离交流网的形成》， 《文物》 ２０１５ 年第 ４ 期）。 交流催生了一个在地域和文化

上均与历史时期中国契合的文化共同体， 张光直称之为 “中国相互作用圈” 和 “最
初的中国”。 至此， 中国史前时代形成了 “多元一体” 式文明演进的宏大格局。

踊跃参与区域间交流的社会上层应该采取了亲身远距离旅行的方式， 并以某种方

式记录见闻， 勾画最初的 “山海经” 和 “九州图”， 积累 “最初的中国” 的地理范

围、 山川形势和物产人文的知识， 代代相传， 逐渐形成对 “最初的中国” 的共识。
日益丰富的考古证据充分揭示， 中国史前各地区在距今 ６０００ 年至 ５３００ 年前后同

步跨越式发展形成如 “满天星斗” 的 “古国”； 良渚文化在距今 ５３００ 年前后形成早

期国家并持续发展； 各地区相互交流碰撞形成可以被称作 “最初的中国” 的文明体。
据此， 中华文明在距今 ５０００ 多年前已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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